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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数学相结合的方法, 根据两系统35 个具体指标值, 分别计算出长沙市区

1996—2005 年间土地利用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两系统间的协调度指数, 定量分析了10 年间长

沙市区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 判断了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系统间的演进模式。结果表明: 两系统协调程

度不高、质量欠佳, 协调度指数总体趋势下降； 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系统演进模式由经济发展滞后土地利用模式

转变为土地利用滞后经济发展模式。为探索结果产生的原因, 运用信息熵和均衡度等相关的数学模型与方法, 进一

步分析了长沙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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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工业和人口大规模集聚, 城市用地的扩张已成为城市化的显著特征之一[1], 建设用地的粗

放利用与城市用地的外延扩张给有限的土地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土地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的时代

背景下, 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 改变城市土地粗放经营的方式, 节约集约利用好每一寸土地, 已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

突出问题。 

国外最早研究土地利用的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2]以及土地集约

利用研究的经典理论(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3]。之后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论、芬兰学者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赖特广亩

城市理论等城市规划理论都被引入到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相关领域[4], 为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提供思路与参考。

1990 年代, 美国规划学界提出了“精明增长”、“紧凑式发展”、“内填式发展”等城市土地利用思想, 目的是遏制城市的无

序蔓延,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2]。国内城市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主要集中在城市用地扩张[1, 5, 6, 7]、城市土地利用评

价[8, 9, 10]、城市土地利用问题与对策[11]等方面, 并以区域实证研究见多。但总体上看, 针对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

研究少见, 且以定性分析为主, 也未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与方法。 

城市土地是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物质载体, 并与城市经济系统构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由于系统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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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因素广泛存在。 

1 研究区概况 

长沙市位于111°53′—114°15′E, 27°51′—28°40′N, 地处长江经济带和华南经济圈的结合部, 经济区位优势显著, 

是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中的核心城市[5]。市区总面积556.3km2, 辖芙蓉、天心、雨花、开福和岳麓5 区。近年来, 社会经济发展迅

速,2005 年市区总人口208.65×104 人, 建成区面积148km2, 耕地100km2, 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4.35×108 元, 人均GDP 

为39 045 元, 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77 倍。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经济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等各个方面, 包含众多因子,因此, 

指标的选取一定要遵循科学性、客观性、可比性和动态性等原则。综合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和资料收集的可能性, 采用层次分析

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 将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 构建成指标体系的总框架( 表1) 。选取土地利用结构、土地投

入产出和土地利用强度三大类评价指标, 共16个单项指标, 构成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选取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经济外向

度、公共基础设施与文化教育5 大类评价指标, 共19 个单项指标, 构成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2 区域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测算 

定量评价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首先要求取各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由于两系统指标存在复杂性及不确

定性, 彼此之间又有一定的相关性, 使得它们在信息上发生重叠, 从而导致评价结果模糊, 甚至产生矛盾。为尽量消除这些影

响及减少人为因素, 考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PCA) 对两系统综合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 

成分分析方法可以在SPSS 专业软件环境下进行[12], 为了消除由于变量的量纲不同所造成的影响, 在利用SPSS 软件进行分

析前, 需将指标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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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ij 为标准化后的数值； Tij 为j 指标历年的原始数据； T j 为j 指标在选取时段的平均值； Sj 为指标的标准差。 

利用 SPSS 12 专业统计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得到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各指标的贡献率、累计贡献率。

主成分个数提取的原则为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大于 1 的前 K 个主成分[12], 或者累计贡献率大于 85%的前 K 个主成分[13], 在此

原则下选取的 K 个主成分基本反映了原变量的主要信息。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代入公式( 2) , 求得各主成分的得分。 

 

式中: Cki, Cki,…, Ckp 为第K 个主成分的载荷值； X1, X2,…, Xp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然后根据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利用公式( 3) , 计算系统综合得分, 求得各年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式中: 为第i 年各指标综合评价指数( i= 1, 2,…, n 年) ； 为第m 主成分的贡献率( m= 1, 2,…, k 个) ； 为第i 年

的第m 个主成分得分。 

2.3 区域土地利用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演进判断 

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系统均处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之中, 由于系统具有开放性, 系统间存在着物质、能量流动和经济联系, 

因此在一定时期系统间会表现出滞后或超前性特征。一般认为, 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相互作用与影响下, 可产

生 4 种基本模式: ①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模式； ②土地利用滞后经济发展模式； ③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落后模式； ④经

济发展滞后土地利用模式。模式①是较理想的协调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高, 土地利用集约； ②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高, 土地

利用粗放, 经济发展以大量土地要素投入为条件, 导致大量郊区农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 此模式为不可取模式； 模式③经

济发展水平低, 土地利用粗放, 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均处于落后的水平或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这是一种最不可取的发展模式； 

模式④土地集约利用, 但不注重经济发展, 最终也因经济落后, 影响土地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投入, 此种模式也不可取。土地利

用和经济发展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 其演进可变现出渐进式和突变式等形式。如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战略, 加快经济发

展、集约利用土地并加大土地生态建设, 实现经济与环境友好型发展, 可从模式③突变为模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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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两系统的演进模式, 可通过引入区间变量, 以确定其发展阶段, 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14]。设土地利用系

统和经济系统分别为L(x)和E(x), 通过计算可得出两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当L(x)> E(x)时, 反映该年经济发展滞后于土

地利用系统的发展, 这一时段为经济发展滞后于土地利用模式； 当L(x)= E(x)时, 反映出该年土地利用与经济同步发展, 这一

时段为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模式； 当L(x)< E(x)时, 则反映土地利用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这一时段为土地利用滞后经济

发展模式； 当L(x)和E(x)均呈下降趋势, 说明系统间的发展为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落后模式。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仅是该年度在

整个评价时段中的相对水平, 评价值有正、有负。当评价值为负值时表明该年度的发展水平低于评价时段内的平均发展水平。 

为了更清楚地评价两个系统的协调程度, 本研究引入模糊数学中隶属度概念, 对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计算分析。 

首先建立状态协调度函数 V(i/j)[13]。 

 

式中: 表示i 系统相对于j 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表示j 系统对i 系统的实际值； 表示j 系统对i 系统要求协调的值； 表

示i系统的实际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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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统协调发展的含义及回归分析可知, 理想状态下, 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为同步发展。即i 系统得分为K 

时, j 系统得分也应为K。但实际中, 两者完全同步的情况少见, 因此可认为当回归系数为0.8- 1 时即可认定两个系统为协调

状态[13]。由此, 可以确定的值, 当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为K 时, 则要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值为(0.8- 1)K。 

通过状态协调度V(i, j) , 可用如下公式对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 

 

式中: V 是两系统的协调度指数； V(i/j)是i 系统对j 系统的协调度； 是j 系统对i 系统的协调度。公式( 5) 表明, V(i/j)

与V(j/i)的值越接近, V 的值越大, 说明两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越高, 反之, V(i/j)与V(j/i)的值相差越大, V 的值越小, 说

明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越低。当V= 1 时, 两系统发展完全协调。 

为更清楚地反映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本研究引入模糊隶属度, 以建立模糊协调等级和划分标准( 表2) 。 

 

3 研究结果 

由长沙市区土地利用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综合评分可知( 表3, 图2) , 从总体状况来看, 1996- 2005 年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均处于增长状态。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由1996 年的- 4.518 增加到2005 年的6.057； 城市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

数由1996 年的- 11.673 增加到2005 年的18.363,这反映整个城市区域正处于一种进步发展状态。在发展速度上, 土地利用系

统发展较慢, 经济系统发展速度较快, 其速度明显大于土地利用系统的发展速度, 两者速度比为1: 0.33。这表明两系统发展不

同步, 协调性一般。 

从表3 及图2 中可发现, 两系统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状态, 协调程度不高, 且1998 年以后协调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02 

年以来一直处于勉强协调层次。这说明系统间协调的质量不高, 稳定性不强。具体来看, 1996 — 2001 年两者的协调度相对较

高, 其中 1997、1998 两年达到了中级协调状态, 协调指数分别为 0.712 和 0.723, 在土地利用— 经济系统内部关系之中, 

L(x)> E(y), 说明1996 — 2001 年, 土地利用系统的发展速度相对超前, 区域经济系统发展相对滞后, 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

演进模式表现为经济发展滞后土地利用模式； 2002— 2005 年, 两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均为正值, 但系统间的协调度偏低, 协调

层次仅为勉强协调, 在土地利用— 经济系统内部关系中, L(x)< E(y), 说明这个时段区域经济系统发展较快,而土地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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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滞后, 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演进模式表现为土地利用滞后经济发展模式。 

 

 

4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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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10 年来长沙市区土地利用—经济系统进行评价分析与演进模式的判读, 发现两系统协调程度不高、质量欠佳, 土

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演进模式由经济发展滞后土地利用模式转变为土地利用滞后经济发展模式。 

4.1 城市土地利用的信息熵和均衡度逐年下降, 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均质性不高,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以牺牲农用地

为代价 

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可以用信息熵来表示。为了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系统分析, 地理学家在信息熵的基

础上, 提出了城市土地利用的均衡度概念, 以便更好地揭示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15]。信息熵值越大, 表明城市土地利用的

结构越合理； 均衡度越高, 表明城市土地均质性越强。 

根据长沙市1996—2005 年城市土地利用数据, 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的计算模型[16], 计算出1996—2005 年长沙市城市土地

利用的信息熵和均衡度( 表4) 。1996—2005 年长沙市城市土地利用的信息熵与均衡度总体上是逐年下降的, 这与国内其他城

市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信息熵值先降后升、再稳定的变动规律有所不同[17], 同时到2005 年均衡度值已下降到0.773, 这与国内

其他大城市的平均值0.875 有一定差距[17]。这表明长沙市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欠合理, 均质性不高。 

 

1996—2005 长沙市区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逐年下降, 其中耕地和林地下降幅度较

大, 耕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 1996 年的 23.05%减少到 2005 年的 17.98%, 减少值为 5.07%； 林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

比例从 1996 年的 18.07% 减少到 2005 年的 15.42%, 减少值为 2.65%。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与交通用地增加迅速, 居民点及工矿

用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1996 年的 32.81%增加到 2005 年的 41.09%, 增加值为 8.28%； 交通用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

比例由 1996 年的 2.05%增加到 2005 年的 3.49%, 增加值为 1.44%。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主要以牺牲农用地为代价, 这与国内其他

大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方式较为一致[18]。 

4.2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弹性指数高,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迅速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对历年城市化进程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弹性指数( 建设用地扩张弹性指数为某时段建设用地面

积增长率除以人口增长率) 为1.12 较为合适[19]。1996—2001 年长沙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弹性指数在合理值1.12 左右上下波动, 

为合理发展阶段, 2002- 2005 年, 弹性指数高达4.2, 较前一时段增加了3 倍左右[7], 这表明该时段长沙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迅

猛, 远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具体原因体现在: 近10 年来, 尤其是2001 年以后, 市政府的西迁、省政府的南移、岳麓山大

学城的建设、新火车站的施工, 潇湘大道、岳麓大道、金星大道、银杉大道等主干道的建成及芙蓉路南北延长, 完善了公共设

施, 改善了城市交通条件, 提升了城市品位,但城市的建设与扩张都与耕地的减少、农用地的流失息息相关。《长株潭产业一体

化规划》的实施及“兴工强市”战略的全面部署与安排, 到2004 年, 长沙市“两区六园”聚集企业740多家, 规模以上企业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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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产值过亿的企业52 家,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推动了长沙市区建设用地的扩张。据林目轩[7]等人研究成果表明, 1996—

1999、1999—2002 和2002—2004 年三个时段长沙市区建设用地年均扩张速度分别为2.98% 、3.74% 和15.20% , 2002- 2004 年

间, 2 年时间内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净增40 多km2, 相当于1986—2002 年16 年间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量的总和。 

4.3 土地投入产出比连年下降,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粗放 

从不同侧面反映城市土地集约程度的指标比较多, 最为理想的指标为土地投入产出比[18]。根据 1997- 2006 年长沙市统计年

鉴, 用地均 GDP 除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近似计算土地投入产出比( 表 5) 。结果发现, 自 1999 年以来, 长沙市区土地投入产出

呈逐年递减趋势。以 2003 年为例, 与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相比, 长沙市区土地投入产出比仅为 1.59, 在全国 30 个城市中

排名 21 位, 低于全国 2.20 和中部 2.19 的平均水平[1]。这表明长沙市区建设用地的扩张为“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方式, 经

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要素推动, 尤其是土地要素的投入, 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实现向技术创新的转变, 城区存量土地二

次利用潜力大。 

 

5 结语与结论 

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系统一起存在于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的复杂性, 其中不确定因素广泛存在。尽管目前在城市土地

利用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但定量评价城市区域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少见。本文将主成分分析法与模糊数学方

法相结合, 尝试对长沙市区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与演进模式判断, 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大概一致。这说明应

用该方法进行评价与演进模式判断能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 

为进一步分析两系统间协调程度不高与演进模式转换的原因, 本研究运用相关的数学模型与方法计算了城市土地利用信息

熵和均衡度、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弹性指数、土地投入产出比, 并指出了长沙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由于城市土地利用—经济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及两系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评价指标的选取有一定的难度, 同时建立的评价

模型与协调等级, 也仅能初步反映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因此, 要提高城市区域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精确度, 仍需

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方法模型上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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